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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目的 探讨面肌痉挛患者在风险明确情境下的决策

功能。方法 采用风险明确的骰子投掷实验(GDT)对面肌
痉挛患者进行决策能力评估。收纳了 28 例门诊诊断明确的
面肌痉挛患者，并与性别、年龄、教育程度相匹配的 30 例健
康对照组进行对比。同时完成了神经心理学背景测试，比较
两组被试在这些测试的差异性。结果 与健康对照组相比，

面肌痉挛组存在风险明确情境下的决策功能受损，表现为面

肌痉挛组净得分低于健康对照组，两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 t
= － 3. 491，P = 0. 001);两组被试在 GDT 4 个选项中也存在
差异:单个数目的组合(F = 13. 059，P = 0. 001)及 3 个数目
的组合(F = 6. 599，P = 0. 013)的差异有统计学意义;两组被
试在 Stroop色词测试、数字广度(倒序)中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而两组被试在数字广度 (正序) ( t = － 2. 839，P =
0. 006)、词汇流畅性( t = － 2. 193，P = 0. 032)、负反馈利用率
( t = － 3. 368，P = 0. 001) 存在显著差异。结论 面肌痉挛
患者在风险明确情境下的决策功能受损，可能与执行功能及

负反馈利用率受损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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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肌痉挛是一种表现为由同侧面神经所支配的

肌肉范围内单侧、不自主、间断的肌肉强直阵挛或收
缩
［1］。研究［2］显示，面肌痉挛多与面神经在出脑干
区( root exit zone，REZ) 慢性责任血管压迫有关。
长期不自主、频繁的面部肌肉收缩给患者带来一定
程度的社交尴尬，造成一定的身体和心理压力

［3］，

不可避免的会产生某种程度的焦虑和抑郁等情绪问

题，甚至一定程度上对患者的认知、社会行为等产生

影响
［4］。决策既是一种重要的日常生活功能，也是
一种重要的社会认知功能，是指根据环境信息在备

选选项中做出最佳选择，使自己的利益最大化。到
目前为止，尚无面肌痉挛患者的决策功能相关研究。
该研究通过骰子投掷实验 ( game of dice task，
GDT)［5］判断面肌痉挛患者风险明确情境下的决策
功能是否受损。

1 材料与方法

1． 1 研究对象 面肌痉挛组:为 2014 年 12 月 ～
2015 年 12 月就诊于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
经内科肉毒素门诊的 28 例患者，男 15 例 ，女 13
例，35 ～ 59(46. 85 ± 7. 03)岁，平均受教育(9. 32 ±
2. 85)年，平均病程(4. 32 ± 3. 04)年。所有患者均
就诊于神经内科门诊诊断为面肌痉挛因药物治疗无

效，自愿注射肉毒素的患者;均符合面肌痉挛的临床

表现且影像学检查阴性，同时简易智能精神状态检

查量表(mini-mental state examination，MMSE)≥24
分，且汉密尔顿焦虑及抑郁量表均 ＜ 7 分的患者;入
组患者均具备正常的听、理解能力、语言能力;均为
右利手。
健康对照组:为安徽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神

经内科门诊患者家属，收纳了与面肌痉挛组性别、年
龄、教育程度相匹配的 30 例健康对照组，男 14 例，
女 16 例，37 ～ 60 (48. 26 ± 5. 52) 岁，平均受教育
(10. 83 ± 2. 93)年。所有患者均为右利手;无其他
精神疾病、躯体疾病，无精神性疾病家族史;无药物
滥用史;未参加过类似的神经心理学测试;具有正常

的听、理解及语言沟通能力。
排除标准:汉密尔顿焦虑及抑郁评分≥7 分的

患者;影像学检查显示肿瘤、血管畸形、动脉瘤等可
引起继发性的面肌痉挛;药物滥用、酒精成瘾等;其
他的精神疾病、脑器质性疾病、其他躯体疾病;面部
肌张力障碍如心因性肌张力障碍、面瘫后面肌痉挛、
长期慢性的面部肌肉痉挛。所有被试均签署了知情
同意书。
1． 2 神经心理学测评量表 MMSE 用于评估被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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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全脑认知功能;数字广度(正序、倒序)可用于注
意力、工作记忆、执行功能的评估［6］;被试的前额叶
功能、短期记忆、语言的灵活性可使用词汇流畅性来
评估
［7］;Stroop 色词测试用于执行功能及反应抑制
的评估

［8］;Stroop 色词测试的统计分数是色词干扰
的反应时减去色词一致的反应时;得分越高，干扰效

果越明显，说明被试的执行功能越差;汉密尔顿焦虑

及抑郁量表用于评估被试的焦虑和抑郁状态
［9］，评

分≥7 分表示被试可能存在焦虑或者抑郁，收纳所
有焦虑及抑郁评分 ＜ 7 分的被试。
1． 3 GDT 用于评估风险明确情境下的决策模
式，所有的刺激均呈现在 17 英寸纯平 CRT 彩色显
示屏上，告知被试每次需要从不同的 4 个选项(数
字组合)中选择一项，被试选择的同时，电脑程序会

设置随机掷出一枚骰子，电脑自动判断被试的选择

与掷出的骰子是否一致。实验开始时即告知被试需
要在1 000元的虚拟本金上尽可能多的获取最大利
益，总共有 18 次均等的机会。每个选项的收益 /损
失和获胜的概率是确定的:当选择单个数字时，获胜

的概率为 1 /6，伴随的收益或损失是1 000元;当选择
2 个数字的组合时，获胜的概率为 2 /6，伴随的收益
或损失是 500 元;当选择 3 个数字的组合时，获胜的
概率为 3 /6，伴随的收益或损失是 200 元;当选择 4
个数字的组合时，伴随的收益或损失是 100 元。每
次选择后输赢的反馈、剩余的收益、剩余的选择次数
都会显示在电脑上。单个数字及 2 个数字的组合是
风险选项，3 个数字及 4 个数字的组合是非风险选
项。总的收益和净得分(非风险选项的数目 －风险
选项的数目)作为统计分析的指标，净得分越高，表

现越好，同时分别计算 4 个选项的选择次数，来判断
两组的决策模式的区别。其次需计算反馈利用率，
包括正反馈利用率和负反馈利用率，前者指被试根

据非风险选择之后的收益再次选择非风险选项的次

数占总选择次数的比例，只有选过非风险选项并至

少有 1 次正反馈的被试才被纳入统计;后者指被试
根据风险选择之后的损失选择非风险选项的次数占

总选择次数的比例，只有选过风险选项并至少有 1
次负反馈的被试才被纳入统计。
1． 4 统计学处理 使用 SPSS 16. 0 软件进行统计
分析，实验数据以 珋x ± s 表示。使用 χ2 检验分析性
别差异;对于符合正态分布的定量数据，采用独立样

本 t检验分析两组的差异;对于 GDT，采用双因素的
重复测量方差分析;GDT 的决策进程采用单因素方
差分析;使用相关分析方法分析面肌痉挛组 GDT的

净得分与神经心理学背景测试的相关性，以及反馈

利用率和 GDT净得分的相关性，P ＜ 0. 05 为差异有
统计学意义。检验水准 α = 0. 05。

2 结果

2． 1 两组神经心理学背景测试比较 面肌痉挛组
和健康对照组在 MMSE、Stroop 色词测试、数字广度
(倒序)、汉密尔顿抑郁、焦虑量表差异无统计学意
义;而在数字广度(正序)、词汇流畅性的差异有统
计学意义(P ＜ 0. 05)，见表 1。

表 1 面肌痉挛组和健康对照组的神经心理学测试结果(珋x ± s)

项目
面肌痉挛组

(n =28)
健康对照组

(n =30)
t值 P值

简易智能精神状态量表(分) 28． 89 ± 1． 50 28． 73 ± 1． 28 0． 436 0． 664
Stroop色词测试(S) 12． 79 ± 6． 84 11． 47 ± 4． 33 0． 872 0． 388
数字广度(正序)(分) 6． 42 ± 0． 74 7． 00 ± 0． 79 － 2． 839 0． 006
数字广度(倒序)(分) 4． 92 ± 1． 12 5． 40 ± 1． 19 － 1． 550 0． 127
词汇流畅性(个) 15． 64 ± 1． 52 16． 63 ± 1． 88 － 2． 193 0． 032
汉密尔顿抑郁量表(分) 4． 25 ± 1． 11 3． 73 ± 0． 98 1． 882 0． 065
汉密尔顿焦虑量表(分) 4． 17 ± 1． 72 4． 16 ± 1． 42 0． 029 0． 977

2． 2 面肌痉挛组和健康对照组在 GDT 上的净得
分及 4 个选项的得分比较 面肌痉挛组与健康对照
组在净得分及总盈利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在反馈利用率的比较中，负反馈利用率比
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 ＜ 0. 05);而正反馈利用率
比较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中，
被试组别的主效应不显著(F = 2. 558，P = 0. 115);
选项的主效应不显著(F = 1. 121，P = 0. 342);而两
组的交互效应显著(F = 5. 746，P = 0. 001)，即两组
被试的决策模式不同，见表 2;其次，两组被试在 4
个选项的单独比较结果如图 1 所示。

表 2 两组在 GDT净得分、总盈利、反馈利用率的得分比较(珋x ± s)

项目
面肌痉挛组

(n = 28)
健康对照组

(n = 30)
t值 P值

净得分(分) － 2． 92 ± 8． 41 4． 33 ± 7． 43 － 3． 491 0． 001
总盈利(无) － 2 225． 00 ± 3386． 86 － 46． 67 ± 2 311． 99 － 2． 841 0． 007
负反馈利用率(% ) 34． 97 ± 31． 26 63． 59 ± 32． 10 － 3． 368 0． 001
正反馈利用率(% ) 51． 20 ± 31． 29 64． 19 ± 26． 65 － 1． 677 0． 099

2． 3 神经心理学量表与 GDT 净得分的相关分析
相关分析中显示，GDT 净得分与 Stroop 测试( r =

－0. 332，P = 0. 011) 、数字广度(正序)( r = 0. 303，
P = 0. 021)负反馈利用率( r = 0. 573，P ＜ 0. 001)及
正反馈利用率( r = 0. 709，P ＜ 0. 001)显著相关;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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GDT净得分与年龄、教育程度、MMSE、数字广度(倒
序)、词汇流畅性均无显著相关。

图 1 两组被试在 GDT的 4 个选项上的平均选择次数

与健康对照组比较:* P ＜ 0. 05

3 讨论

本研究的主要发现是面肌痉挛患者在 GDT 上
的表现受损，说明面肌痉挛患者在风险明确情境下

的决策功能受损。主要表现为在 GDT 的净得分及
总盈利明显低于健康对照组;在 GDT 的 4 个选项
中，面肌痉挛组更倾向于选择单个数目的风险选项，

而健康对照组倾向于选择 3 个数目的非风险选项;
GDT是在风险明确情境下的决策模式，即在实验开
始时，被试被告知选择风险选项输赢的概率以及所

带来的亏损或盈利;在实验过程中面肌痉挛患者可

以认识到风险选项带来的亏损，但仍然倾向于选择

获得即刻的、盈利多的风险选项;即面肌痉挛患者更
倾向于不惜以高惩罚为代价换取即时的高利益。
面神经在出脑干区受责任血管长期的、慢性的

压迫是面肌痉挛可能的病理生理机制。但相关研
究
［1，10 － 12］
表明 ，在面肌痉挛患者中显示相关脑区的

改变。研究人员使用正电子发射计算机断层显像技
术发现面肌痉挛患者的双侧丘脑存在葡萄糖代谢亢

进
［1］。基于体素的形态学分析显示，面肌痉挛患者
同健康对照组相比在丘脑、壳核、苍白球、背外侧前
额叶皮层、杏仁核、海马旁回发现灰质体积的减
少
［11］。同时研究［13］认为，特定的脑区如基底节区、
杏仁核、前额叶皮层、扣带回、纹状体等与决策功能
存在一定关联。决策过程存在一种普遍的神经环路
基础———额叶 －纹状体 －边缘环路系统，并且神经
递质如 5-羟色胺、多巴胺、乙酰胆碱等对决策过程
十分重要

［14 － 15］。目前的研究［11］结果表明，面肌痉
挛患者可能存在包括丘脑、壳核、苍白球、背外侧前

额叶皮层、杏仁核、海马旁回等脑区的结构改变。而
且，面肌痉挛特定改变的脑区与决策过程的相关脑

区存在重叠。因此，面肌痉挛患者的某些特殊脑区
相关的认知功能可能存在一定程度的损害。
研究
［15］
表明背外侧前额叶皮层的正常的结构

和功能对于风险明确情境下的决策任务是不可缺少

的，而 GDT的表现证实与执行功能是否受损及负反
馈利用率有关

［16］。研究［11］结果表明面肌痉挛患者
在背外侧前额叶皮层存在结构的改变，本研究结果

也表明，在反应执行功能的数字广度(正序)测试及

反应额叶功能的词汇流畅性测试中，面肌痉挛组患

者的表现均明显较健康对照组差，差异有统计学意

义;从对反馈信息的利用情况可以看出，在不利选项

的负反馈之后，患者仍坚持自己的决策策略，希望得

到即刻的、更多的盈利;这样，导致面肌痉挛患者选
择更多的风险选项。本研究表明两组被试在反馈利
用率上差异有统计学意义，而相关分析也表明面肌

痉挛患者的 GDT净得分与 Stroop 测试呈负相关性，
与数字广度(正序)、负反馈利用率及正反馈利用率
呈正相关性，说明面肌痉挛患者可能在脑区结构如

背外侧前额叶的改变后，出现执行功能及负反馈利

用率的受损，表现为风险明确情境下的决策功能障

碍。但面肌痉挛患者脑区结构的改变的机制目前仍
不清楚。
目前关于面肌痉挛患者认知功能的研究较少，

本研究的主要方向是面肌痉挛患者在风险情景明确

下的决策功能，面肌痉挛患者表现为风险明确情境

下的决策功能受损;同时相关的神经心理学测试结

果表明患者可能存在执行功能、额叶功能受损;且患
者在 GDT中表现为对反馈信息较差的利用。但本
研究仍存在许多不足。第一，本研究缺乏加强面肌
痉挛患者中枢神经系统结构改变的神经影像学及神

经生物学技术，只能通过神经心理学的方法猜测面

肌痉挛患者可能存在决策等认知功能的受损;第二，

作为横断面研究方法研究面肌痉挛患者认知的功能

改变，没有在药物或手术治疗后，明确其认知功能是

否发生变化;如果在一定的干预措施后，其认知功能

改变甚至是恢复，那么面肌痉挛患者的脑区结构的

改变或认知功能障碍可能只是长期外界因素影响后

的继发性改变;第三，本研究是在排除了焦虑及抑郁

的患者后进行的决策任务，目前样本量较少，将会在

以后的研究中加大样本量及综合性的认知评估。
综上所述，面肌痉挛患者可能存在风险明确情

境下的决策功能障碍;面肌痉挛患者可能在背外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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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额叶结构异常的基础上，发生执行功能及负反馈

利用率的受损，导致决策模式异常。但具体的脑区
结构异常的病理生理机制仍不明确，有待进一步研

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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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preliminary study of 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 in patients with hemifacial spasm

Li Mingjuan，Hu Panpan，Zhou Shanshan，et al
(Dept of Neurology，The First Affiliated Hospital of Anhui Medical University，Hefei 230022)

Abstract Objective To explore the 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 in patients with hemifacial spasm． Methods U-
sing the Game of Dice Task(GDT，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 to assess the decision-making ability of patients
with hemifacial spasm． Twenty-eight patients with hemifacial spasm were recruited from outpatient service，and
thirty-nine control subjects matched for gender，age，education performed the GDT，as well as a series of neuropsy-
chological test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two groups was compared． Results Compared with healthy controls，
the decision making function under risk was impaired with hemifacial spasm patients． The net score on GDT was
significantly low in patients with hemifacial spasm than healthy control( t = － 3. 491，P = 0. 001) ． The difference on
single comparisons in the different choices was found between two groups: single number(F = 13. 059，P = 0. 001)
and triple number(F = 6. 599，P = 0. 013)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Among the results of the background tests，
stroop color-word test，the digit span test (backward) were observed no difference between two groups． The digit
span test( forward)( t = － 2. 839，P = 0. 006)，verbal fluency tests( t = － 2. 193，P = 0. 032) and use of negative
feedback( t = － 3. 368，P = 0. 001) in hemifacial spasm group had significant difference compared to healthy group．
Conclusion The patients with hemifacial spasm have impairment in decision making under risk，which may relate
to the defect of executive function and the use of negative feedback．
Key words hemifacial spasm; decision making; the game of dice task;executive func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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